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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患者的语言使用模式 

黄观澜  周晓璐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上海 200234) 

摘  要  语言使用模式能反映心理状态和精神病理学特征。抑郁症患者与健康人群的语言使用模式存在差异, 

识别抑郁症患者的语言使用模式有助于抑郁症的预测和诊断。传统的心理学研究和基于社交媒体的研究均表

明, 抑郁症患者更多地使用第一人称单数代词和消极情绪词, 更少地使用第一人称复数代词和积极情绪词。基

于社交媒体的研究进一步发现了一些抑郁个体日常生活中的其他语言标志。建议未来的研究进一步确认更具

抑郁特异性的语言标志, 并进一步探索语言标志与抑郁症状间的理论联系。 

关键词  抑郁症, 语言使用模式, 社交媒体, 预测, 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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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抑 郁 症 在 世 界 范 围 内 的 流 行 率 为 4.4% 

(Friedrich, 2017), 在中国为 3.6% (Huang et al., 

2019)。抑郁症导致患者的生活质量严重下降, 15%

的患者选择自杀(Gold et al., 2015)。此外, 抑郁症

大大增加了全球疾病的总体负担, 也给病患家属

带来了极大的痛苦(Herrman et al., 2019; Ledford, 

2014)。据估计, 抑郁症将在 2030 年成为世界第一

大疾病(Lancet, 2012)。由于抑郁症发病早期筛查

工具的缺乏以及现有诊断方法(如量表、访谈等)

的局限性(如 , 有时难以实施或耗时较长), 寻找

新的视角评估抑郁情绪对于抑郁症的及时干预和

治疗具有重要意义。最近, 研究者找到了一种评估

抑郁情绪的新方式, 即观察个体的语言使用模式。 

语言使用模式是指个体语言表达过程中词汇

使用的倾向性。特定的语言使用模式与心理健康

指标有关(Leis et al., 2019), 这表明从语言中可以

发现有关心理健康水平的微妙线索。在自然状态

下和心理治疗过程中, 语言使用模式会随着心理

状态的变化而变化(Pulverman et al., 2015; Leis 

et al., 2019)。此外, 语言使用模式也可以用来区分

抑郁症患者和健康个体(Hussain et al., 2019)。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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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个体的语言使用模式可以帮助心理学家在研

究和临床实践中评估患者的抑郁情绪。例如, 在

心理治疗过程中, 通过对录音会话或文字使用进

行语言分析, 临床医生或研究人员可以潜在地评

估患者在一段事件中抑郁情绪的轨迹。在一些情

况下, 观察抑郁症患者的语言使用模式也可能是

检测和评估抑郁情绪相对容易的方法。 

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2012)鼓励研究人员和实践者采

用多种方式评估各种心理疾病, 并特别强调制定

能够测量特定心理状态的行为评估。观察个体的

语言使用模式为评估和检查心理健康状况提供了

一种创新、便捷的方法, 可用于抑郁症的早期预

测和辅助诊断。语言使用模式的研究开始于传统

的心理学研究, 近年来, 随着基于社交媒体研究

的兴起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但总体来

说, 该领域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并且国内少

有该领域的研究。本文对现有文献进行整理, 综

合传统心理学研究和社交媒体研究中的结果, 对

抑郁症患者的语言使用模式进行综述, 为今后国

内在该领域的研究提供借鉴。 

2  抑郁症患者的精神病理学特征及相
应语言标志 

抑郁症患者的语言使用模式涉及一系列词汇

使用的倾向性。这些词汇能作为抑郁症患者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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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病理学特征的语言标志, 将内部心理特征转化

为外在行为特征表现出来 (Boyd & Pennebaker, 

2016), 因此在传统心理学研究中受到了重视。 

自我关注是抑郁症患者的一个显著特征, 它

是“一种基于自我参考的 , 内部生成的信息的意

识, 并且与对感官接受到的外部生成的信息的意

识形成对比” (Ingram, 1990), 发生于比较现实自

我和理想自我差异的自我评估的过程 (Duval & 

Wicklund, 1972)。当感知到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

差异时, 人们会不断地采取减少差异的行为并进

行自我评估, 直到这种差异消失。经历消极生活

事件或未能实现重要目标的个体, 容易将理想状

态判断为难以达到并发展出一种适应不良的自我

关注方式, 这种过度的和僵化的自我关注会造成

精神病理学方面的问题(Pyszcynski & Greenberg, 

1987)。以往的研究证实了自我关注和抑郁相关

(Nejad et al., 2019), 而个体自我关注的程度反映

在第一人称单数代词的使用中 (Pyszcynski & 

Greenberg, 1987; Silvia & Abele, 2002)。因此, 第

一人称单数代词可作为个体自我关注的语言标志, 

其在书面或口头语言中的相对使用频率反映了个

体的自我关注程度(Zimmermann et al., 2017)。 

在社会关系方面, 抑郁症患者表现出社会隔

离的特点。社会关系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心理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社会关系常通过社

交活动、社会支持的传递与交换、提供获取物质

资源的机会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 (Kawachi & 

Berkman, 2001)。不良社会关系和抑郁相关 (Liu 

et al., 2020), 其常见的指标包括单身、独居、社交

网络薄弱或规模小以及社会互动不频繁 (Chan 

et al., 2011)。与主、宾语形式的第一人称单数代

词强调自我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相反, 第一人称

复数代词强调将自我作为社会关系的一部分, 其

使用除与抑郁相关外, 还与人际关系质量和婚姻

关系质量等多项社会关系指标相关 (Abe, 2009; 

Rohrbaugh et al., 2012; Schoch-Ruppen et al., 

2018)。因此, 第一人称复数代词使用可作为衡量

社会关系质量的语言标志。 

此外, 抑郁症患者的认知表现出消极偏向和

积极缺陷的特点。具体而言, 他们更多地注意消

极刺激, 更少地注意积极刺激; 容易对情绪模糊

的事件或刺激材料作出消极解释; 倾向于反刍消

极材料 , 以及抑制自身的积极情绪反应 (Suslow 

et al., 2019; Vanderlind et al., 2020)。个体的内心世界

可通过语言表达反映出来。多数研究表明, 相比正

常个体, 抑郁个体更多地使用消极情绪词, 更少地

使用积极情绪词(e.g. Schoch-Ruppen et al., 2018)。 

3  抑郁症患者语言使用模式：来自传统
心理学研究的结果 

在传统的心理学研究中, 研究者主要采用分

析构建反应数据(Constructed-response data)的方

法, 即, 要求被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个指定的

开放式任务(如写作任务或演讲任务), 然后对其

生成的文本内容进行分析。任务指导语可以是“请

谈谈你未来的职业生涯”或“请谈谈你对于自身人

际关系最深刻的想法和感受 ”等 (Newell et al., 

2017; Tackman et al., 2018)。这种突破结构化测量

限制的开放式的评估过程, 在增加被试表达自由

的同时, 也提供了能洞察其主观内心世界的信息。 

研究者大多采用语言查询和单词计数软件

(Linguistic Inquiry and Word Count, LIWC)分析被

试文本内容中的语言使用模式(Pennebaker et al., 

2007)。LIWC 可以将获取的定性数据, 如语音或

文本, 快速、系统地转化为定量数据。通过使用

LIWC, 可以量化抑郁症患者的语言使用模式。

LIWC 作为结构化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替代方法 , 

能够避免共同方法偏差和内容重叠。LIWC 量化

后的文本内容可通过统计学方法, 筛选出抑郁症

患者的语言标志, 了解其语言使用模式的特点。

此外, 也可以通过纵向比较的方式来评估心理治

疗及应激后产生的心理变化。基于上述方法, 传

统心理学研究得到以下研究结果。 

3.1  抑郁症患者多使用第一人称单数代词 

Rude 等(2004)最早使用分析构建反应数据的

方法研究抑郁症患者的语言使用模式。Rude 等

(2004)以大学生为被试, 要求其完成写作任务“请

描述你上大学以来最深刻的想法与感受”。结果表

明抑郁症大学生在写作中使用了更多的第一人称

单数代词(如 , “自从我上大学以来 , 我感到很孤

独。这并不是说我过得不愉快, 而是…”)。有过抑

郁经历且目前不抑郁的大学生在写作过程中第一

人称代词使用频率逐渐增加, 这可能是由于他们

具有抑郁易感性特质, 认知负荷或信息加工任务

易导致他们产生和抑郁个体相似的思维模式。随

后多个研究也关注了第一人称单数代词使用与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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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间的关系(e.g. Fast & Funder, 2010; Molendijk 

et al., 2010; Zimmermann et al., 2013)。尽管多数研

究结果表明, 抑郁症患者更多地使用第一人称单

数代词 , 但也有少量研究未能得出该结论 (e.g. 

Zimmermann et al., 2017; Schoch-Ruppen et al., 

2018)。Edwards 和 Holtzman (2017)对囊括 3758

名被试的 21 篇文献进行元分析, 得出了第一人称

单数代词使用和抑郁间微弱的相关性(r = 0.13, 95% 

CI [0.10, 0.16])。Tackman 等(2018)提出, 以往研究不

一致的结果可能是小样本量带来的不稳定效应和未

控制两者相关的调节变量导致的。他们采用来自

2 个国家的 6 个实验室的 11 个样本(共 4754 名被

试, 包括大学生、临床抑郁症患者和成年社区被

试)在多种不同的控制条件下完成写作或演讲任

务。结果表明, 第一人称单数代词使用和抑郁间

存在微弱的相关性(r = 0.10, 95% CI [0.07, 0.13])。 

一些研究关注了第一人称单数代词具体类型

(即 , 主语“I—我”, 宾语“me—我”和所有格形式

“my—我的”)与抑郁的关系(e.g. Rude et al., 2004; 

Zimmermann, et al., 2017; Tackman et al., 2018)。

Tackman 等(2018)通过对 4754 名被试的研究结果

表明, 抑郁个体更多使用主语(如, “我觉得自己是

一个丑陋和愚蠢的人”)、宾语(如, “这世上没有人

会挂念我”)形式的第一人称单数代词(r = 0.12 和 r 

= 0.09), 而非所有格形式。这表明主、宾语形式

和所有格形式使用背后的心理过程不同。所有格

形式的第一人称单数代词反映了一种对于自我和

某些人或物体关系的关注, 而主语和宾语形式的

第一人称单数代词反映了一种孤立形式的自我关

注(其中, 主语和宾语形式的第一人称单数代词分

别反映了将自我作为主动方和目标方形式的自我

关注, James, 1890)。总体而言, 这一结果表明, 抑

郁与孤立的自我关注语言相关, 与关系中的自我

关注语言无关。 

还有一些研究关注了语言环境对抑郁个体第

一人称单数代词使用的影响 (e.g. Edwards & 

Holtzman, 2017; Tackman et al., 2018)。Edwards 和

Holtzman (2017)的元分析表明, 在隐私的交流环

境下(如 , 写个人日记), 第一人称单数代词使用

与抑郁的相关略高于公共交流环境(如, 写网络博

客)下的相关(r = 0.138 和 r = 0.119), 但其差异未

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Tackman 等(2018)关注了

个人—非个人条件下, 第一人称单数代词使用与

抑郁相关的差异。结果显示, 其相关仅存在于个

人相关的交流环境中(如, 谈论自己的人际关系) 

(r = 0.10), 而不存在于非个人相关的交流环境中

(如, 描述物品或图片)。因此, 目前的研究结果表

明自我关注语言的产生主要受到个人—非个人交

流环境的影响。 

反刍是指重复和持续不断的、主要关于自我

的消极思维, 是引起和维持抑郁的重要因素之一

(杨营凯, 刘衍玲, 2016)。反刍被认为是一种特殊

形式的自我关注, 其结构可分为两个子成分, 即

忧思(Brood)和沉思(Reflect)。沉思指“有目的地转

向内部以解决认知问题来减轻抑郁症状”, 忧思

指“当前状态与期望但未达到的状态的消极比较” 

(Treynor et al., 2003)。忧思代表了反刍结构中更适

应不良的成分(Gooding et al., 2012)。Brockmeyer

等(2015)发现, 进行消极回忆任务时(如, 要求被

试描述其人生中最悲伤的时刻), 第一人称单数的

使用与忧思呈正相关(r = 0.469), 而与沉思无关。

故第一人称单数代词作为自我关注的语言标志 , 

更多地反映其中的适应不良成分。 

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对抑郁情绪进行反刍式

自我关注(Johnson & Whisman, 2013), 按照这一

逻辑, 抑郁和第一人称单数代词使用的相关在女

性中可能强于男性。但以往的研究都未发现这一

性 别 差 异 (Fast & Funder, 2010; Edward & 

Holtzman, 2017; Tackman et al., 2018)。Tackman

等(2018)对不同性别进行事后偏相关分析 , 提供

了男女心理过程差异的证据。其结果表明, 性别

差异主要体现在形成情绪痛苦的过程中。女性的

情绪痛苦主要由较低唤醒的消极情绪体验(如抑

郁)导致, 而男性的情绪痛苦主要由较高唤醒的消

极情绪体验(如焦虑, 情绪波动)所致。故第一人称

单数代词似乎是一个更好的女性抑郁语言标志 , 

一个更好的男性焦虑或情绪波动语言标志。这一

结果为今后给不同性别分别建立评估情绪的语言

指标提供了依据。 

3.2  抑郁症患者少使用第一人称复数代词 

第一人称复数代词(we, us, our)的较多使用反

映了一种适应性的心理过程, 即, 将自己嵌入社

会关系中(Zimmermann et al., 2013)。多项研究发

现, 抑郁和第一人称复数代词使用呈显著负相关

(e.g. Frost 2013; Zimmermann et al., 2013; Schoch-Ruppen 

et al., 2018), 但也有研究未得出两者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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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 Rude et al., 2004)。这种不一致的结果可能是

交流环境因素造成的。例如, 怀孕女性在描述本

次怀孕期间的想法与感受时(Schoch-Ruppen et al., 

2018); 处于长期关系中的个体在描述关系中发生

的事件、决策经历和目标实现经历时(Frost, 2013), 

第一人称复数代词使用和抑郁呈负相关。而大学

生在描述自己上大学以来最深刻的想法与感受时

(Rude et al., 2004), 第一人称复数代词使用和抑

郁无关。因此, 社会隔离语言的产生可能主要受到

人际—非人际交流环境的影响, 抑郁个体倾向于

在人际交流场合较少地使用第一人称复数代词。 

第一人称复数代词的较少使用与个体体验到较

高的人际关系痛苦和较低的主观幸福感相关(Frost, 

2013; Zimmermann et al., 2013)。Schoch-Ruppen

等(2018)对怀孕女性的研究发现 , 流产经历导致

她们使用更少的第一人称复数代词。该结果表明

社会关系丧失造成了她们的痛苦情绪, 同时她们

可能担心下一次流产从而与自己未出生的孩子产

生情感疏离(MacWilliams et al., 2016)。因此, 较少

使用第一人称复数代词的个体可能在社会关系方

面适应不良, 并且正经受着人际上的痛苦。 

3.3  抑郁症患者多使用消极情绪词且少使用积

极情绪词 

抑郁个体消极偏向和积极缺陷的认知特点导

致他们会更多使用消极情绪词(如, 难过、沮丧、

压抑和低落等), 更少使用积极情绪词。一些研究

得出了抑郁和消极情绪词使用的显著正相关、和

积极情绪词使用的显著负相关(e.g. Rude et al., 

2004; Molendijk et al., 2010; Schoch-Ruppen et al., 

2018), 另一些却没有(e.g. van der Zanden et al., 

2014; Bernard et al., 2015)。这种不一致的结果可

能是交流对象因素造成的。Ireland 和 Mehl (2014)

提出, 抑郁个体可能会隐藏情绪语言以避免消极

的社交结果(如被非抑郁个体排斥)。Baddeley 等

(2012)使用设备追踪社区中人群的行为发现 , 抑

郁症患者使用更多的消极情绪词, 并且两者间的

相关受到交流对象的调节, 即抑郁症患者更多地

向亲密朋友或伴侣表达消极情绪。因此, 在写作

或演讲任务的实验条件下可能不易观察到抑郁症

患者使用情绪词的偏向。 

由于被试样本数量少、被试同质性高、时间

跨度小、特定词汇使用与抑郁间本身的弱相关性

等多个因素的影响, 采用传统心理学方法得到的

结果并不稳定。而收集大量的、来自不同被试群

体的、具有时间跨度的数据是非常困难的, 这也

给抑郁症患者语言使用模式的研究带来了挑战。

最近兴起的、基于社交媒体数据的研究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克服这些问题, 进一步检验现有研究结

果, 并带来一些新发现。 

4  抑郁症患者语言使用模式：来自基于
社交媒体研究的结果 

4.1  个人帖子中的语言使用模式 

由于心理健康资源和患者就医意识的缺乏 , 

患者诊疗时一般已达重度抑郁障碍(Zhao et al., 

2018)。识别出社交媒体中的抑郁用户能部分地解

决这一问题, 同时也是一种提高社会心理健康水

平的高效、经济的方式(Trotzek et al., 2018)。基于

社交媒体数据的抑郁预测研究能够识别早期的抑

郁个体, 这有助于对其进行及时干预以及寻找最

佳的治疗方案(董健宇 等, 2020)。 

现有的抑郁预测研究多采用机器学习方法。

简单来说, 其过程就是将用户个人社交媒体上的

人口学信息、个人帖子中的语言信息和用户行为

信息等特征作为输入变量, 将用户在抑郁症的标

准化测验上的分数或被临床医师确诊为抑郁症的

信息作为输出变量, 构建抑郁的预测模型。这种

抑郁症的识别方法已被许多研究证明是可行的

(e.g. Leis et al., 2019; Hussain et al., 2019), 并且能

够提供抑郁个体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使用模式信息

以补充和完善传统心理学研究的结果。表 1 展示

了一些抑郁症患者发布的个人帖子。个人帖子中

的语言使用模式结果主要通过两种方法获得

(Guntuku et al., 2017)。一是使用 LIWC 软件量化

文本内容中的语言使用模式, 再通过统计学方法

或特征工程(Feature Engineering)横向或纵向地比

较语言使用模式的差异。二是通过主题模型推测

文本的主题 (Topic)分布。隐含狄利克雷分布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LDA)是常见的主题模

型。主题模型可以自动以概率分布的形式生成各

类别文本中的不同数量的主题, 并统计不同主题

下各词汇出现的频率。通过主题模型抽取文本的

主题分布, 也可实现文本的差异比较和分类, 从

而获得语言使用模式的结果(曹奔 等, 2018)。与

LIWC 软件相比, 主题模型不受限于词典所创建

的词汇类别, 能从语境、句子、段落等更高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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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单元理解文本(Imel et al., 2015)。 

抑郁预测模型中的语言使用模式结果与传统

的心理学研究中的结果基本一致(详细的研究结

果见表 2), 此外还提供了一些新的、一致的发现： 
 

表 1  抑郁症用户发布的个人帖子样例 

1. “Are you okay?” Yes…. I understand that I am upset 
and hopeless and nothing can help me… I’m okay… 
but I am not alright 
“你没事吧？”是的…。我知道我很沮丧 , 没有希望 , 

没有什么能帮助我…我没事…但我不太好 

2. “empty” feelings I WAS JUST TALKING ABOUT 
HOW I I HAVE EMOTION OH MY GOODNESS I 
FEEL AWFUL 
“空虚”的感觉 我只是谈谈我的情绪如何 天呐 我感

觉糟透了 

3. I want someone to hold me and be there for me when 
I’m sad. 
当我悲伤的时候, 我希望有人抱紧我, 陪在我身边。

4. I actually made sure no one knew about my feelings or 
thoughts. 
事实上, 我确定没有人知道我的感受或想法。 

资料来源：de Choudhury et al., 2013; de Choudhury et al., 2014 

 

(1)抑郁个体更少地使用第二、三人称代词, 这可

能是社会隔离的另一方面表现。即较差的社会关

系(如单身、独居、社交网络薄弱或规模小以及社

会互动不频繁等)使抑郁个体更少地在语言中提

到他人; (2)更多地使用死亡词(death)。以往的研究

已证实了相当一部分的抑郁症患者会出现自杀意

念与行为, 并通过语言向外界表达(Li et al., 2019); 

(3)更多地使用焦虑词(anxiety)、脏话(swear words)

和愤怒词(anger)。一方面, 除了焦虑症和抑郁症

在临床上表现出高共病率外, 以往研究表明未共

病的抑郁与焦虑个体的忧虑程度不存在统计学上

的差异, 这说明抑郁个体中也存在和焦虑相关的

精神病理学特征并反映在其语言使用模式中

(Merino et al., 2016)。另一方面, 导致抑郁的刺激

或事件(如压力事件)可能让个体产生除抑郁外的

其他情绪, 如焦虑、愤怒等(Newell et al., 2017); (4) 

更多地使用宗教词(religion)和健康词(health), 这

表明抑郁个体对自身状况的察觉促使他们寻求摆 

表 2  抑郁症患者和对照组的语言使用模式差异 

参考文献 
文献信息及差异项目 

[1] [2] [3] [4] [5] [6] [7] [8] 

年份 2014 2014 2014 2015 2015 2016 2019 2019 

平台 Facebook Facebook Twitter Twitter Twitter Twitter Twitter Facebook

样本量 165 28749 21866 4026 1957 900 540 4350 

工具 LIWC 
LIWC 
LDA 

LIWC LIWC 
LIWC 
LDA 

其他 其他 
LIWC 
LDA 

第一人称单数代词 + + / + + + + + 

第一人称复数代词 − / / − / / − / 

消极情绪词 = + + + + / + + 

积极情绪词 − / = = / / − / 

第二、三人称代词 − / / = / / − / 

死亡词 / / / + + / / + 

脏话 + + + = + + / / 

愤怒词 / + + + / / + + 

焦虑词 / / + + / / / + 

宗教词 / / / = / / / + 

健康词 / / / + / / / + 

因果词 / / / + + / / + 

否定词 + + / = + + / + 

注：“+”表示抑郁症患者使用更多该词汇, “=”表示无差异, “−”表示使用更少, “/”表示未提供该结果。 

参考文献 [1] de Choudhury et al., 2014; [2] Schwartz et al., 2014; [3] Coppersmith et al., 2014; [4] Coppersmith et al., 2015; 
[5] Preotiuc-Pietro et al., 2015; [6] Nadeem et al., 2016; [7] Leis et al., 2019; [8] Hussain et a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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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困境的方法, 即他们可能寻求宗教支持或对自

身健康状况更加关注 ; (5)更多地使用因果词

(cause)和否定词(negation), 这可能是由他们倾向

于作出消极归因和解释的认知偏向导致。 

4.2  抑郁社区中的语言使用模式 

在线健康社区作为社交媒体的另一种形式 , 

给精神障碍患者提供了一个交换社会支持、与他

人连接的平台(Pendry & Salvatore, 2015)。用户可

以在平台上自由表达, 这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社会

对精神障碍的污名化与歧视问题(Li et al., 2018)。

平台上用户发布的文本内容可作为语言使用模式

的研究数据, 例如, 可以对这些内容进行情感分

析 , 横向比较不同社区间的语言使用模式差异 , 

以及纵向分析个人加入社区后的语言使用模式变

化等(Lyons et al., 2018; Park & Conway, 2017)。与

上文中提到的研究结果一致, 抑郁社区中包含比

对照社区更多的第一人称单数代词、消极情绪词, 

更少的第一人称复数代词、积极情绪词等(Nguyen 

et al., 2014; Xu & Zhang, 2016; Lyons et al., 2018)。 

虽然网络上的同伴支持能够增强个体的社会

联结和归属感(Uden-Kraan et al., 2009), 但也有研

究者提出了情绪传染理论, 即与抑郁个体的交流

可能是导致抑郁的一个潜在因素 (Bastiampillai 

et al., 2013)。因此, 抑郁社区如何对抑郁个体产生

影响是一个有待澄清的问题。Park 和 Conway (2017)

开展的一项纵向研究表明, 处于抑郁社区一段时

间后, 用户的抑郁相关语言标志均朝积极的方向

变化(尽管这种变化有的并不显著), 并且这种积

极变化随着交流数量的增加而增强, 这表明抑郁

社区中的交流给抑郁个体带来了正面的影响。然

而, 由于抑郁社区是一种新兴的社交媒体, 其中

的抑郁个体如何互相影响的具体机制目前仍尚

不清楚。故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完善, 以改进抑

郁社区的运作机制来更好地帮助抑郁症患者。 

5  抑郁症相关理论对抑郁症患者语言
使用模式的解释 

研究者从不同视角提出了关于抑郁症的不同

理论或理论模型。这些理论模型一定程度上能帮

助我们理解抑郁症患者的语言使用模式。抑郁症

的行为模型从个体与外部环境的关系角度理解抑

郁, 认为抑郁本质上是一系列无法获得强化/奖励

的行为的结果(Leahy et al., 2012)。典型的抑郁行

为包括孤立、抱怨、思维反刍等, 反映在语言使

用模式上, 就表现为大量第一人称单数代词(尤其

是主、宾语)、较少第一人称复数代词、较少第二

/三人称代词、以及较多消极情绪词, 甚至脏话和

愤怒词的使用。 

抑郁症的认知模型强调抑郁症状是由负性认

知偏差所导致。认知内容方面, 抑郁症患者对自

己、世界和未来均持有负性信念(Beck & Alford, 

2009), 反映在语言使用上, 易表现为死亡词、焦

虑词的大量使用。认知过程方面, 抑郁症患者也存

在一系列偏差, 例如, 过分聚焦、反刍负性想法、感

受和问题, 几乎不关注积极方面(Nolen-Hoeksenma 

et al., 2008; Wells, 2009), 反映在语言使用上, 表

现为消极情绪词的大量使用。此外, 抑郁症患者

还倾向于把错误和失败归因于自身内部因素, 如

能力不够(Abramson et al., 1978; Abramson et al., 

1989)。这些归因方式体现在因果词和否定词的大

量使用上。还有一些认知取向的模型认为抑郁症

是自我中心、自我专注的结果, 患者过分自我关

注, 导致负性情感增加(Leahy et al., 2012)。反映

在语言使用上, 易表现为大量第一人称单数代词

和消极情绪词的使用上。 

人际和社会行为学取向的研究者认为抑郁是

适应不良人际行为, 或者人际关系功能失调的结

果。Coyne (1989)的人际奖赏模型认为, 抑郁症患

者通过抱怨引起他人的关注, 从而获得正性强化, 

然而持续的抱怨和执着于自我易导致他人对其的

拒绝, 进而加重患者的抑郁。抑郁症患者引发他

人关注、求助他人的行为体现在其语言使用上 , 

即表现为宗教词、健康词的大量使用。抑郁症患

者面临的人际关系功能失调(Klerman et al., 1984), 

包括人际冲突、人际关系困难等, 导致患者孤单、

怨恨等消极认知和消极情绪增加, 体现在其语言

上, 表现为大量第一人称单数代词、消极情绪词、

焦虑与愤怒词的使用。Joiner 与同事(2009)提出了

自杀和抑郁的人际理论, 认为自杀意图与患者对

自身人际关系的认知(觉得自己是别人的负担或

者缺乏归属感)有关, 因而在描述自身状况时, 患

者会使用大量死亡词。 

6  现存问题及未来展望 

6.1  语言标志的特异性不足 

传统心理学研究发现的语言标志不仅和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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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还与更广泛的精神障碍(如焦虑)存在联系

(e.g. Sweeny et al., 2015; Tackman et al., 2018; 

Schoch-Ruppen et al., 2018)。基于社交媒体的研究

中, 尝试使用 LIWC 通过语言标志来区分抑郁症

与其他精神障碍的研究也得出了不一致的结果

(Nguyen et al., 2014; Cheng et al., 2017)。因此, 目

前的语言标志可能代表了一种并非特定于抑郁的

情绪痛苦倾向。要想通过语言使用模式对具体不

同情绪进行评估, 未来的研究需要探索更精细的

特征或加上其他的特征来共同评估。例如, 研究

发现抑郁症患者的声音特征有语速慢、音量小、

音调缺乏变化、停顿时间长及次数多、语言持续

时间短和启动延时长等(Wang et al., 2018)。抑郁

症患者在肢体语言方面的特征有行走速度慢、感

觉运动空间减少、站立与坐下时上半身直立时间

减少等(Scheffers et al., 2018)。结合这些非言语行

为特征有助于在研究和临床实践中更准确地评估

抑郁情绪。 

此外, 虽然使用 LIWC 量化语言使用模式在

过去的研究中已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但整

体上来看现有的研究结果仍受限于 LIWC 限定的

词汇类别。一方面, 未来研究应继续探索现有词

汇类别下更精细的抑郁特异性语言标志。另一方

面, 随着时代的发展, 一些不包含于 LIWC 词汇

类别中的、新兴的、拼写不规范的词汇和俚语在

日常生活或网络中的交流中是非常常见的。因此, 

研究者应持续更新语言分析方法和工具, 以探索

其他可能的抑郁特异性语言标志外, 临床工作者

也应更开放地、谨慎地理解患者使用的语言背后

的心理意义。 

6.2  影响语言使用模式的因素有待确认 

虽然通过语言标志评估抑郁情绪是一个可行

的方法, 但语言使用模式和抑郁情绪间的联系可

能受到很多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传统心理学

研究主要关注外部因素对抑郁症患者语言使用模

式的影响(如交流环境对第一人称单数及复数代

词使用的影响、交流对象对情绪词使用的影响等), 

并且得出了初步的结果。未来的研究可根据基于

社交媒体的研究新发现, 进一步探索外部因素对

语言使用模式的影响。例如, 焦虑词、脏话和愤

怒词的使用可能受到刺激类型的调节, 某种丧失

事件(如亲人或伴侣的离去)可能仅致使个体产生

抑郁情绪, 而一些压力事件(如遭受责骂或歧视)

则可能使个体同时产生抑郁、焦虑和愤怒等情绪。

死亡词、宗教词和健康词的使用可能受到交流环

境的调节 , 抑郁个体在寻求摆脱当前困境 (如自

杀、寻求宗教支持和关注自身健康等)时更容易涉

及这方面的话题, 因而这些词汇较容易被使用。

同样地, 因果词和否定词更可能在对一些消极事

件进行归因时使用。 

从个人内部因素来看, 一方面, 为了满足社

会赞许, 个体可能倾向于在自我报告量表中报告

较低的精神病理水平(Hampson et al., 1987)。另一

方面, 抑郁个体的认知偏向可能使他们的自我察

觉能力减弱 , 在临床上表现出更严重的病理水

平。例如, Fast 和 Funder (2010)在研究中发现, 第

一人称单数代词仅和临床医师评定的抑郁水平相

关, 而和自我报告的抑郁水平无关。因此, 相对量

表等自我报告, 语言使用模式可成为相关研究和

临床评定的一个客观行为指标。此外, 已有研究

表明, 具有高神经质人格、低自尊和自我效能感

等个人特质的个体患抑郁症的风险较高, 这些个

人特质本身也可能对语言使用模式产生影响

(Merino et al., 2016; Orth et al., 2016; Zhang & Jin, 

2014)。然而, 目前鲜有研究关注个人内部因素对

语言使用模式的影响, 确认这些影响因素能够更

好的控制有关变量和提高评估的准确性。 

6.3  语言标志对中国人的适用性有待验证 

过去相关研究的被试群体大多为西方人, 这

些结果能否适用于中国人群体尚未得到验证。跨

文化研究表明, 受到社会污名化和文化价值观等

因素的影响, 中国抑郁症患者倾向于表达自己的

躯体症状而不是心理症状(即, 更少表达情绪症状

和认知症状), 这也造成了许多误诊的情况(Zhou 

et al., 2016; Zhao et al., 2018)。此外还有一些未意

识到自身心理健康问题的人也可能主要报告躯体

症状(如失眠、头痛等)从而造成误诊。因此, 躯体

症状相关词(如生理历程词、身体词等)可能是一种

在中国抑郁群体的特异性语言标志。未来的研究

除了需要检验以往研究的语言标志在中国人中的

适用性以外, 还可将语言使用模式和症状学的研

究结合起来, 以提高识别的准确率。 

6.4  对抑郁症患者语言使用模式的理论研究有

待加强 

基于社交媒体的研究揭示了很多新的、关于

抑郁症患者语言使用模式的发现, 其中一部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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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可以为抑郁症相关理论所解释(见第 5 部分), 

但还有一些研究结果无法很好地为现有理论解释, 

例如, 新兴的在线抑郁社区如何对抑郁个体产生

影响。此外, 抑郁症患者不同于普通人群的语言

使用模式的确反映了其心理病理特征, 那么, 抑

郁症患者的语言使用模式反过来是否也会影响其

心理病理水平？其影响机制是什么？现有认知行

为取向的心理治疗重视帮助抑郁症患者增加积极

的自我(言语)陈述, 语言使用模式对抑郁情绪的

影响研究有助于帮助临床研究者与实践者进一步

从语言使用角度开发新的抑郁干预方法。 

综上所述, 来自传统的心理学研究和基于社

交媒体的研究相辅相成,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各

自的缺陷, 增加了研究者对抑郁症患者语言使用

模式的理解。但总的来说, 该领域的研究目前仍

面临着语言标志的特异性不足、相关影响因素研

究不足、在中国人群中的适用性不明确、以及相

关理论研究不足等问题。未来研究者需要探索更

具特异性的抑郁语言标志、确认影响语言使用模

式的因素、开展以中国人为被试的语言使用模式

研究, 以及加强相关理论研究, 不断优化该领域

的研究结果, 并应用于临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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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nguistic patterns of depressed patients 

HUANG Guanlan, ZHOU Xiaolu 
(College of Educatio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Language use reveals information about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psychopathological traits. 

Individuals with depression are distinguishable from healthy people in their patterns of language use. 

Identifying these linguistic patterns would help predict and better diagnosis depression. Research using 

traditional psychology methods and studies using social media data have demonstrated that individuals with 

depression used more first person singular pronouns and negative emotion words, and less first person plural 

pronouns and positive emotion words. Social media based research also identified some other language 

indicators of depressed patients in their daily lives. Future studies should identify other linguistic markers 

specific to depression, and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links between language indicators and depressive 

symptomatology. 

Key words: depression, language use, social media, prediction,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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